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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谢天振

一

中国文学、文化如何才能切实有效地走出去?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

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个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从国家领导人到普

通百姓大众。追溯起来,中国人通过自己亲力亲为的翻译活动让中国文学、

文化走出去的努力早已有之。不追溯得太远的话,可以举出被称为“东学西

渐第一人”的陈季同,他在1884年出版的《中国人自画像》一书中即把我国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等人的诗翻译成了法文,他同年出版的

另一本书《中国故事》则把《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译介给了法语读者。至

于辜鸿铭在其所著的《春秋大义》中把儒家经典的一些片段翻译成英文,敬

隐渔把《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林语堂把中国文化译介给英语世界,等等,

都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当然,有意识、有组织、有规模地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那还是

1949年以后的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需要向世界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而文学作品的外译是一个很合适的宣传渠道。

1951年,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编辑、翻译、出版队伍,还陆

续聘请了不少外国专家,创办了英文版的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

ture)。该期刊自1958年起改为定期出版发行,最后发展成月刊,并同时推

出了法文版(季刊)。《中国文学》前后共出版了590期,介绍中国古今作家

和艺术家两千多人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我们向外译介中国文学的最

主要的渠道。“文化大革命”期间勉力维持,1976年10月以后进入繁荣期;

20世纪90年代再度式微,国外读者越来越少,于2000年最终停刊。

创办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英文、法文版《中国文学》最终不得不黯然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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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胜唏嘘,同时也引发我们的深省。研究者郑晔博士在她的博士论文

《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

2000)为个案》中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将其归纳为四条:一是译介主体的

问题。郑博士认为像《中国文学》这样国家机构赞助下的译介行为必然受国

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制约,这是由赞助机制自身决定的。译本和编译

人员只能在其允许的范围内做出有限的选择。这种机制既有优点,也有缺

点。优点是政府有能力为刊物和专业人员提供资金保障,并保证刊物顺利

出版发行。缺点是由于过多行政干预和指令性要求,出版社和译者缺乏自

主性和能动性,刊物的内容和翻译容易带有保守色彩,逐渐对读者失去吸引

力。二是用对外宣传的政策来指导文学译介并不合理,也达不到外宣的目

的,最终反而导致译介行为的终止。三是只在源语(输出方)环境下考察译

者和译作(指在《中国文学》上发表的译文)并不能说明其真正的翻译水平,

也不能说明这个团队整体的翻译水平,必须通过接受方(译入语环境)的反

馈才能发现在译入语环境下哪些译者的哪些译作能够被接受。四是政府垄

断翻译文学的译介并不可取,应该允许更多译者生产更多不同风格、不同形

式、不同题材的译本,通过各种渠道对外译介,由市场规律去淘汰不合格的

译者和译本。①

“文化大革命”以后,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们国家在向外译介中

国文学方面还有过一个引人注目的行为,那就是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主持

编辑、组织翻译和出版的“熊猫丛书”。这套“熊猫丛书”共翻译出版了195
部文学作品,包括小说145部、诗歌24部、民间传说14部、散文8部、寓言3
部、戏剧1部。但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这套丛书同样“并未获得预期的效

果。除个别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他们中间产生

任何反响”。因此,“熊猫丛书”最后也难以为继,于2007年黯然收场。

“熊猫丛书”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研究者耿强博士在他的博士论

文《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中总

结为五点:一是缺乏清醒的文学译介意识。他质疑:“完成了‘合格的译本’

① 有关《中国文学》译介中国文学的详细分析,可参阅上海外国语大学郑晔的博士论文《国家

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该论文经作者

补充修改后也收录在本丛书中。



3    

总
 
序

之后,是否就意味着它一定能获得海外读者的阅读和欢迎?”二是“审查制

度”对译介选材方面的限制和干扰。三是通过国家机构对外译介的这种模

式,虽然可以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能生产出高质量的译本,但却

无法保证其传播的顺畅。四是翻译策略。他认为“要尽量采取归化策略及

‘跨文化阐释’的翻译方法,使译作阅读起来流畅自然,增加译本的可接受

性,避免过于生硬和陌生化的文本”。五是对跨文化译介的阶段性性质认识

不足,看不到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尚处于起步阶段这种性质。①

另一个更发人深省甚至让人不无震撼的个案,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

作翻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遭遇。我们都知道,杨译《红楼梦》在国内

翻译界备受推崇,享有极高声誉,可以说代表了我们国家外译文学作品的最

高水平。然而研究者江帆博士远赴美国,在美国高校图书馆里潜心研读了

大量第一手英语文献,最后惊讶地发现,杨译《红楼梦》与英国汉学家霍克斯

的《红楼梦》英译本相比,在英语世界竟然备受冷落。江帆在其博士论文《他

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后拓展为同名著作)中指出:“首

先,英美学术圈对霍译本的实际认同程度远远超过了杨译本:英语世界的中

国或亚洲文学史、文学选集和文学概论一般都直接收录或援引霍译本片段,

《朗曼世界文学选集》选择的也是霍译本片段,杨译本在类似的选集中很少

露面;在相关学术论著中,作者一般都将两种译本并列为参考书目,也对杨

译本表示相当的尊重,但在实际需要引用原文片段时,选用的都是霍译本,

极少将杨译本作为引文来源。其次,以馆藏量为依据,以美国的伊利诺伊州

(Illinois)为样本,全州65所大学的联合馆藏目录(I-Share)表明,13所大学

存有霍译本,只有两所大学存有杨译本。最后,以英语世界最大的购书网站

亚马逊的读者对两种译本的留言和评分为依据,我们发现,在有限的普通读

者群中,霍译本获得了一致的推崇,而杨译本在同样的读者群中的评价却相

当低,二者之间的分数相差悬殊,部分读者对杨译本的评论极为严苛。”②

杨译本之所以会在英语世界遭受“冷遇”,其原因与上述两个个案同出

一辙:首先是译介者对“译入语国家的诸多操控因素”认识不足,一厢情愿地

①

②

详见上海外国语大学耿强的博士论文《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

中国文学研究》。该论文经作者补充修改后也收录在本丛书中。
详见复旦大学江帆的博士论文《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该论文经作者

补充修改后也收录在本丛书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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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外译“输出”;其次是“在编审行为中强行输出本国意识形态”,造成了译

介效果的干扰;最后是译介的方式需要调整,“对外译介机构应该增强与译

入语国家的译者和赞助人的合作,以求从最大限度上吸纳不同层次的读者,

尽可能使我们的对外译介达到较好的效果”。①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国家

有关部门又推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目前正进行得热火朝天的中国文化走

出去“工程”,那就是汉英对照的《大中华文库》的翻译与出版。这套标举“全

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旨在促进“中学西传”的丛书,规模

宏大,拟译选题达200种,几乎囊括了全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传统文化典

籍。迄今为止,这套丛书已经翻译出版了一百余种选题,一百七八十册,然

而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并购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

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出去”。

不难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余年来,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和相关

翻译出版部门在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一事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

怀,组织了一大批国内(还有部分国外的)中译外的翻译专家,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财力,但如上所述,总体而言收效甚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二

2012年底,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又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特别是

翻译界围绕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的讨论热情。学界和译界都想通过

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背后翻译问题的讨论,获得对中国文学、文化

典籍外译的启示。我当时就撰文指出,严格来讲,莫言获奖背后的翻译问

题,其实质已经超越了传统翻译和翻译研究中那种狭隘的语言文字转换层

面上的认识,而是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层面,具体而言,也就是进入了译介

学的层面,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在讨论中国文学、文化外译问题时,不仅要

关注如何翻译的问题,还要关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在我看来,“经

过了中外翻译界一两千年的讨论,前一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翻译应该忠

实原作’已是译界的基本常识,无须赘言;至于应该‘逐字译’‘逐意译’,还是

两相结合,等等,具有独特追求的翻译家自有其主张,也不必强求一律。倒

① 详见复旦大学江帆的博士论文《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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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后一个问题,即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长期以来遭到我们的忽视甚

至无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外来的先进文化和

优秀文学作品一直有一种强烈的需求,所以我们的翻译家只须关心如何把

原作翻译好,而甚少甚至根本无须关心译作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问题。然

而今天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新的问题: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外译问题。更有

甚者,在国外,尤其在西方尚未形成像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对外来文化、文学

有强烈需求的接受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

国家培育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受众和接受环境的问题”①。

莫言作品外译的成功让我们注意到了以往我们忽视的一些问题。一是

“谁来译”的问题。莫言作品的外译者都是国外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虽然

单就外语水平而言,国内并不缺乏与这些国外翻译家水平相当的译者,但在

对译入语国家读者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审美趣味等方

面的把握上,我们得承认,国外翻译家显示出了国内翻译家较难企及的优

势。有些人对这个问题不理解,觉得这些国外翻译家在对原文的理解甚至

表达方面有时候其实还比不上我们自己的翻译家,我们为何不能用自己的

翻译家呢? 这个问题其实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容易解释清楚。试想一

想,我国读者是通过自己翻译家的翻译作品接受外来文学、文化的呢,还是

通过外国翻译家把他们的文学作品、文化典籍译介给我们的? 再想一想,假

设在你面前摆着两本巴尔扎克小说的译作,一本是一位精通中文的法国汉

学家翻译的,一本是著名翻译家傅雷翻译的,你会选择哪一本呢? 答案不言

而喻。实际上可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主要都是通过自己国

家和民族的翻译家来接受外国文学文化的,这是文学文化跨语言、跨国界译

介的一条基本规律。

二是“作者对译者的态度”问题。莫言在对待他的作品的外译者方面表

现得特别宽容和大度,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他不仅没有把译者当作

自己的“奴隶”,而且还对他们明确放手:“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

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正是由于莫言对待译者的

这种宽容大度,所以他的译者才得以放开手脚,大胆地“连译带改”以适应译

入语环境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从而让莫言作品的外译本顺利跨越

① 谢天振:《莫言作品“外译”成功的启示》,《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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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西方文化心理与叙述模式差异”的“隐形门槛”,并成功地进入了西方

的主流阅读语境。我们国内有的作家不懂这个道理,自以为很认真,要求国

外翻译家先试译一两个章节给他看。其实这个作家本人并不懂外文,而是

请他懂外文的两个朋友帮忙审阅的。然而这两个朋友能审阅出什么问题来

呢? 无非是看看译文有无错译、漏译,文字是否顺畅而已。然而一个没有错

译、漏译,文字顺畅的译文,也即我们所说的一个“合格的译本”能否保证译

文在译入语环境中受到欢迎、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产生影响呢? 本文前面提

到的杨译《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英国翻译家霍

克斯的《红楼梦》译本因其中的某些误译、错译曾颇受我们国内翻译界的诟

病,而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译本国内翻译界评价极高,被推崇备至。然而

如前所述,研究者在美国高校进行实地调研后得到的大量数据表明,在英语

世界是霍译本更受欢迎,而杨译本却备受冷遇。① 这个事实应该引起我们

有些作家,更应该引起我们国内翻译界的反思。

三是“谁来出版”的问题。莫言作品的译作都是由国外一流的重要出版

社出版,譬如他的作品法译本的出版社瑟伊(Seuil)出版社就是法国最重要

的出版社之一,他的作品英译本则是由美国的拱廊出版社、纽约海鸥出版

社、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以及闻名世界的企鹅出版社出版,这使得莫言作

品的外译本能很快地进入西方的主流发行渠道,也使得莫言的作品在西方

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反之,如果莫言的译作全是由国内出版社出版的,恐怕

就很难取得目前的成功。近年来国内出版社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开始

积极开展与国外出版社的合作,很值得肯定。

四是“作品本身的可译性”。这里的可译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作品翻译

时的难易程度,而是指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其原有的风格、创作特征、原作特

有的“滋味”的可传递性,在翻译成外文后这些风格、这些特征、这些“滋味”

能否基本保留下来并被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譬如有的作品以独特的

语言风格见长,其“土得掉渣”的语言让中国读者印象深刻并颇为欣赏,但是

经过翻译后它的“土味”荡然无存,也就不易获得在中文语境中同样的接受

效果。莫言作品翻译成外文后,“既接近西方社会的文学标准,又符合西方

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期待”,这就让西方读者较易接受。其实类似情况在中国

① 详见复旦大学江帆的博士论文《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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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也早有先例,譬如白居易、寒山的诗外译的就很多,传播也广;相比

较而言,李商隐的诗的外译和传播就要少,原因就在于前两者的诗浅显、直

白,易于译介。寒山诗更由于其内容中的“禅意”而在正好盛行学禅之风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美国得到广泛传播,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孟浩

然。作品本身的可译性问题提醒我们,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文化典籍

时,应当挑选具有可译性的,也就是在译入语环境里更容易接受的作品首先

进行译介。

三

以上关于莫言作品外译成功原因的几点分析,其触及的几个问题其实

也还是表面上的,如果我们对上述《中国文学》期刊等几个个案进行深入分

析,当能发现,真正影响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的因素还与以下

几个实质性问题有关。

首先,与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存在误区有关。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学、文化要走出去,里面有个翻译的问题,然而却远

非所有人都清楚翻译是个什么样的问题。绝大多数人都以为,翻译无非就

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我们要让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只要把那些

用中国语言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包括典籍作品)翻译成外文就可以了。应

该说,这样的翻译认识不仅仅是我们翻译界、学术界,甚至还是我们全社会

的一个共识。譬如我们的权威工具书《辞海》(1980年版)对“翻译”的释义

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另一部权威

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年版)对“翻译”的定义也与此

相仿:“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正是

在这样的翻译认识或翻译思想的指导下,长期以来,我们在进行中国文学作

品、文化典籍外译时,考虑的问题也就只是如何尽可能忠实、准确地进行两

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交出一份

“合格的译作”。然而问题是交出一份“合格的译作”后是否就意味着能够让

中国文学、文化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呢? 上述几个个案表明,事情显然并

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上述几个个案里,无论是长达半个世纪的英文、法文

版《中国文学》杂志,还是杨宪益主持的“熊猫丛书”,以及目前仍然在热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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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着的《大中华文库》的编辑、翻译、出版,其中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译

文都称得上“合格”。然而一个无可回避却不免让人感到沮丧的事实是,这

些“合格的译作”除了极小部分外,却并没有促成我们的中国文学、文化整体

切实有效地“走出去”。

问题出在哪里? 我以为就出在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失之偏颇。我们一直

简单地认为翻译就只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行为,却忽视了翻译的任

务和目标。我们相当忠实、准确地实现了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或者说

我们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的译作”,然而如果这些行为和译文并不能促成两

种文化之间的有效交际的话,并不能让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文

化典籍在译入语环境中被接受、被传播并产生影响的话,那么这样的转换

(翻译行为)及其成果(译文)能够说是成功的吗? 这样的译文,尽管从传统

的翻译标准来看都不失为一篇篇“合格的译作”,但恐怕与一堆废纸并无实

质性的差异。这个话也许说得重了些,但事实就是如此。当你看到那一本

本堆放在我们各地高校图书馆里的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文化典籍乏人

借阅、无人问津时,你会作何感想呢? 事实上,国外已经有学者从职业翻译

的角度指出,“翻译质量在于交际效果,而不是表达方式和方法”①。

为此,我以为我们今天在定义翻译的概念时,倒是有必要重温我国唐代

贾公彦在其所撰《周礼义疏》里对翻译所下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

相解也。”我很欣赏一千多年前贾公彦所下的这个翻译定义,寥寥十几个字,

言简意赅。这个定义首先指出“翻译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译即易),

然后强调“换易言语”的目的是“使相解也”,也即要促成交际双方相互理解,

达成有效的交流。我们把它与上述两个权威工具书对翻译所下的定义进行

一下对照的话,可以发现,贾公彦的翻译定义并没有仅仅局限在对两种语言

文字转换的描述上,而是把翻译的目的、任务也一并包含进去了。而在我看

来,这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翻译定义,一个在今天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的翻

译定义。我们应该看到,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

只是翻译的表象,而翻译的目的和任务,也即是促成操不同语言的双方实现

切实有效的交流、达成交际双方相互之间切实有效的理解和沟通,这才是翻

① 达尼尔·葛岱克:《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刘和平、文韫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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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本质。然而,一千多年来我们在谈论翻译的认识或是在进行翻译活动

(尤其是笔译活动)时,恰恰是在这个翻译的本质问题上偏离了甚至迷失了

方向:我们经常只顾盯着完成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却忘了完成这种语

言文字转换的目的是什么、任务是什么。我们的翻译研究者也把他们的研

究对象局限在探讨“怎么译”“怎样才能译得更好、译得更准确”等问题上,于

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翻译研究就一直停留在研究翻译技巧的层

面上。这也许就是这60多年来尽管我们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

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外译,希望以此能够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然而

却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其次,与我们看不到译入(in-comingtranslation)与译出(out-goingtrans-

lation)这两种翻译行为之间的区别有关。

其实,上面提到的对翻译的认识存在偏颇、偏离甚至迷失了翻译的本质目

标,其中一个表现也反映在对译入与译出两种翻译行为之间的区别缺乏正确的

认识上。我们往往只看到译入与译出都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却看不到

两者的实质性差别,以为只是翻译的方向有所不同而已。其实这里的差别涉及

一个本质性问题:前者(译入)是建立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在的对异族他国文

学、文化的强烈需求基础上的翻译行为,而后者(译出)在多数情况下则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一厢情愿地向异族他国译介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对方对你的文学、

文化不一定有强烈的主动需求。这样,由于译入行为所处的语境对外来文学、

文化已经具有一种强烈的内在需求,因此译入活动的发起者和具体从事译入活

动的译介者考虑的问题就只是如何把外来的文学作品、文化典籍译得忠实、准

确和流畅,也就是传统译学理念中的交出一份“合格的译作”,而基本不需考虑译

入语环境中制约或影响翻译行为的诸多因素。对他们而言,他们只要交出了

“合格的译作”,他们的翻译行为及其翻译成果也就自然而然地能够赢得读者,赢

得市场,甚至在译入语环境里产生一定影响。过去两千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翻

译活动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性质的活动,即建立在以外译中为主的基础上的译

入行为。无论是历史上长达千年之久的佛经翻译,还是清末民初以来这一百多

年间的文学名著和社科经典翻译,莫不如此。

但是译出行为则不然。由于译出行为的译入语(或称目的语)方对你的文

学、文化尚未产生强烈的内在需求,更遑论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接受群体和接

受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译出行为的发起者和译介者如果也像译入行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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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者和译介者一样,只考虑译得忠实、准确、流畅,而不考虑其他许多制约和影响

翻译活动成败得失的因素,包括目的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目的语

国家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以及译介者自己的译介方式、方法、策略等因素,那

么这样的译介行为能否取得预期成功显然值得怀疑。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却并没有被我国发起和从事

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工作的有关领导和具体翻译工作者所理解和

接受。其原因同样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在两千年来的译入翻译实践(从古代

的佛经翻译到清末民初以来的文学名著、社科经典翻译)中形成的译学理

念———奉“忠实原文”为翻译的唯一标准、拜“原文至上”为圭臬等———已经

深深扎根在这些领导和翻译工作者的脑海之中,他们以建立在译入翻译实

践基础上的这些翻译理念、标准、方法论来看待和指导今天的中国文学、文

化典籍的译出行为,继续只关心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怎么译”的问题,而甚

少甚至完全不考虑翻译行为以外的诸种因素,譬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

出行为的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等。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明

白:上述几个中国文学走出去个案之所以未能取得理想的译出效果,完全是

情理之中的事了。所以我在拙著《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

中明确指出:“简单地用建立在‘译入’翻译实践基础上的翻译理论(更遑论

经验)来指导当今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译出’翻译实践,那就不可

能取得预期的成功。”①

再次,是对文学、文化的跨语言传播与交流的基本译介规律缺乏应有的

认识。一般情况下,文化总是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译介,而且总是由弱势

文化语境里的译者主动地把强势文化译入自己的文化语境。所以法国学者

葛岱克教授说:“当一个国家在技术、经济和文化上属于强国时,其语言和文

化的译出量一定很大;而当一个国家在技术、经济和文化上属于弱国时,语

言和文化的译入量一定很大。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属于语言和文化

的出口国,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则变为语言和文化的进口国。”②历史上,

当中华文化处于强势文化地位时,我们周边的国家就曾纷纷主动地把中华

文化译入他们各自的国家即是一例,当时我国的语言和文化的译出量确实

①

②

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谢天振:《莫言作品“外译”成功的启示》,《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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